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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方法与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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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

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

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

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②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

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

加；③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

增加趋势不明显；④ 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

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

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

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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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广大乡土地域，是具有特定自然、经济、社会特征和生
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的地域综合体[1-2]。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市和
乡村是在经济、空间、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又相互联系的两个子系统[3]。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以来，乡村与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载体，城乡之间
的要素流动频率和强度逐渐增加。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
展，乡村地区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村主体老弱化、村庄用地空废化、乡村地区贫困化、
水土环境污损化等“乡村病”日益凸显[4]；城市地区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设施超荷、社会失调、生态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也愈加明显[5]。乡村病与城市病
互为病因，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素从乡村单向流出和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
动和平等交换成为“城乡病”产生的主要成因[6]。在工业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产业体
系运转所需的要素数量和结构日趋复杂化，城乡要素的互补性决定了城乡要素流动在当
代城乡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城乡间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成为实现城
乡功能互补、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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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要素流动思想起源于古典时期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8]，认为地域间的分工可提

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乡发展与城乡要素流动研究备受关注，但主

要集中在单项或几项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例如经典的基于城市导向的Lewis的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9]、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10]和基于乡村导向的Schultz的传统农业改造

理论[11]等。21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城乡要素流动的类型与范畴、特征与机制及其与乡村

振兴、城乡融合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城乡要素的类型从基本的劳动力、

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拓展到信息、技术、文化等新生产要素[6, 12]，城乡要素流动的

范畴也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产业、产品、公共服务、文化观念等要素流动也被视为

广义的“城乡对流”[7]。① 单项要素的流动特征研究包括，运用问卷调查数据或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开展城市群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研究[13-14]；结合政策梳理和历史资

料，研究中国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的主要形式和特征[15]；基于实地调研，测度微观尺度的

城乡资本要素以及商品流动[16-17]；利用城乡人口流动调研数据，系统刻画城乡间的生态系

统服务流动、生活方式变化等[18-19]。② 多要素流动特征研究包括，运用传统经济学的计

量分析，测度人口、资本、技术流动[20]；利用地理学的“流空间”理论，测度地域单元

间的要素流动[21-22]。③ 要素流动机制研究，通过定性研判和定量识别相结合，阐明要素

流动对城乡发展[23]、城乡融合[7, 24-25]和城乡关系调控[3, 26]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经济

活动对地域的综合影响已逐渐发展为多时空尺度[27-28]，不同尺度的城乡要素流动特征研究

亟需加强，尤其是基于社会生产全过程视角的城乡要素流动测度研究，可为新时代城乡

融合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要素流动通过改善要素在城乡空间的配置，如乡村人口、土地资源流向城市，

城市的资本、管理、服务流向乡村，从而提高城乡社会再生产效率，实现城乡发展的等

值化，为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打下基础[29]。为优化城乡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中国共

产党“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

策体系。因此，本文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城乡要素的测度方法，基于面板

数据开展2013—2020年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格局与演化过程研究，为明晰城乡要素流

动态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难题，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提供理论支撑。

2 理论基础

2.1 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构成[30]。生产和

消费互为因果，生产环节伴随着生产要素消费，消费环节伴随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分配

和交换会引导要素流动、影响生产效率、消费结构和程度，而生产和消费也会影响分配

交换的方式、性质、深度和广度等。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转，需要各环节中要素的投入和循环。城市和乡村存在显

著的资源禀赋差异，若仅依靠地域内的要素投入的社会再生产，会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

效率，导致区域内部城乡发展、区际社会经济发展受限[21]。因此，城乡之间以及区际的

社会再生产过程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要素在

空间的变化，为方便要素流动测度，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交换和分配环节统称为中介
环节，将社会再生产过程简化为生产、中介、消费3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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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乡要素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要素仅包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土地、资本、劳动力以

及技术、专利、信息等资源。本文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将要素范围扩大至生产、中
介、消费等环节，将物流、仓储设施与服务，交换分配的媒介场所和农产品、非农消费
品等资源均纳入要素范畴。因此，本文中的城乡要素泛指影响城市与乡村一切社会经济
活动的实体和非实体资源，划分为生产环节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中介环节的
公共资源、信息技术、文化等要素，以及消费环节的农产品、非农消费品等要素。此内
涵下的城市或乡村要素属性具有可变性，尤其强调要素的空间属性，为方便测度，将要
素用于城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则定义为城市要素，反之则为乡村要素。
2.3 城乡要素流动

要素流动是各类生产要素在时间和地域空间上呈现出的数量、质量、位置等变化，
基于社会再生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理论，结合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性，将城乡要素流
动定义为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流动类型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和区际流动
3种类型（图1）。

早期社会的城乡地域系统实质上是单一的以乡村社会为特性的乡村地域系统[2]。该阶
段的社会再生产以满足生计为目的，要素仅在乡村系统内部低强度、短距离流动（内流
动），以满足简单的社会再生产需求。从要素流动的类型来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
环节受交通运输条件限制，主要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要素的主要类型以劳
动力和土地为主，但在空间上无明显流动；中介环节主要为产品的储存、运输、交换
等，主要媒介为人力或畜力运输和临时性集市等；消费环节的要素类型主要为初级农产
品和手工业品，消费量相对较低。

城市出现以后，社会再生产从满足生计需求逐渐转向财富积累，以满足人类社会更
高级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社会再生产过程所涉及的要素类型和结构更为复杂。城市或乡
村内部的短距离要素流动已无法满足复杂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要素流
动（互流动）也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强。具体来看，生产环节主要呈现出人
口、土地、资本从乡村单向流入城市。例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农村
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农业原始积累资本向工商业投资等[7]；中介环节的要素类型扩展
为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交易服务等媒介，加速产品与服务流动，医疗、教育、文化等
各类公共资源和信息、技术、文化等非物质要素也逐渐成为中介要素，并在城市和乡村
之间流动；消费环节中，城乡居民消费的转型升级，促使农产品从农村流向城市、非农
产品从城市流向农村，流动强度和流动距离显著高于早期社会阶段。

图1 城乡要素流动的类型
Fig. 1 The types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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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期，受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影响，区域互动交流日益紧密。远距离的人类
活动开始影响区域内的城乡地域系统[2]，形成了区际间远程的要素流动（区际流动）。虽
然城乡要素流动类型与城市化时期类似，但流动强度更大，流动方向更复杂。生产要素
从乡村单向流向城市逐渐转变为动态双向流动，如城市人口返乡创业、驻村工作等人口
流动，城市或工矿用地收缩、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土地流动，城乡之间用于直接投资
或伴随着商品、服务的资金流动等[7]。此外，国家尺度下的人口跨省迁移、资源调配（如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全球尺度下的跨国公司投资等活动，均属于生产要素的区际流
动；中介要素的区际流动在信息技术以及现代物流交通体系的支撑下，城市、乡村、区
际系统中的要素流动壁垒被打破，流动强度显著提高；消费环节的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
产品的进口与出口，产品流通的类型、数量也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日趋复杂，城乡要素流动的
类型、方向、规模、强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已有研究[31]，若将城乡要素流动简化为
农产品以及非农消费品在生产、中介、消费过程的在空间流动，可系统阐明社会再生产
视角下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图2）。

3 方法与数据

3.1 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框架
某一区域要素变化主要来源于城市和乡村内部的自然变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

动、区际间的流动。已有研究通常利用统计数据，直接利用城市要素变化量（ΔU）和乡
村要素变化量（ΔR）用于城乡要素流动研究[12]，无法体现要素的“内流动、互流动、区
际流动”特征。因此，本文基于城乡要素类型划分和假设，构建城乡要素区际流动
（Inter-regional Flow, IRF）、互流动（Mutual Flow, MF）、内流动（Inner Flow, IF）的测度
模型。

假定 1：当城乡要素发生区际流动时（区际流动量已知），城市和乡村的区际流动
量，由该类城乡要素存量占该区域要素总量的比例计算。

图2 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城乡要素流动分析图
Fig. 2 Analysis diagram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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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 2：当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然变化率已知，则假定该要素在城市与乡村自然变化
率等于要素在该区域的自然变化率。

若将互流动的正值定义为要素从乡村流向城市，区际流动的正值定义为区域外系统
要素流入，则MF和 IRF可表达为：

MF = RMF -UMF （1）
IRF = RIRF + UIRF （2）

式中：RMF和UMF分别指要素从乡村流向城市、要素从城市流向乡村；RIRF和UIRF分
别指要素从特定区域内的乡村和城市流入到区域外。由于RMF、UMF相对难以直接测
度，可以借助统计数据中的∆R、∆U、∆RNG和∆UNG，通过ΔR和ΔU可进行分解：

∆R =∆RNG + RIRF -MF （3）
∆U =∆UNG + UIRF + MF （4）

式中：ΔRNG和ΔUNG分别指乡村和城市内部要素的自然变化。由公式（1）~（4）可以得
出MF和 IRF的测度公式：

MF = RIRF - ( )∆R -∆RNG = -UIRF + ( )∆U -∆UNG （5）

IRF = ( )∆R +∆U - (∆RNG +∆UNG) （6）

城乡要素内流动（IF）的流动测度较为特殊，当所测度要素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
旦投入，则被一次性消耗（如各类消费品），从要素实际参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城乡
要素在系统内的变化量 （ΔR、ΔU） 可分解为内流动 （RIF、UIF）、互流动 （RMF、
UMF）和区际流动（RIRF、UIRF） 3类。根据定义，可得到 IF的测度公式：

IF = ( )∆R +∆U - IRF -MF （7）

当所测度要素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入后，可被多次利用（如人口、土地、资本等
生产要素，物流、仓储等中介要素），则要素在子系统内的流动无法简单用城乡要素在系
统内的变化量表达。该情况下，需通过其他方法对该类要素的内流动进行测度。考虑已
有数据只能测度2013—2020年中国省域部分类型城乡要素内流动，故本文仅对城乡要素
互流动和区际流动进行测度分析。
3.2 不同类型要素流动测度

基于数据可获取性、要素类型可代表性原则，本文以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框架为基
础，选取生产环节的人口、土地、资本要素，中介环节的公共资源、技术要素，消费环
节的农产品、非农消费品要素，在省域尺度进行测度。
3.2.1 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包括自然变化、互流动和区际流动。其中，自然变化指省域内
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互流动指人口在省域内城乡之间的迁移，外流动指跨省域的城乡
人口迁移。因此，t年份人口区际流动PIRFt与城乡人口互流动PMFt的测算公式如下：

PIRFt = ( )Pt -Pt - 1 -NPGRt × Pt - 1 （8）

PMFt = PIRFt ×
RPt - 1

Pt - 1

- ( )( )RPt -RPt - 1 -NPGRt × RPt - 1

= -PIRFt ×
UPt - 1

Pt - 1

+ ( )( )UPt -UPt - 1 -NPGRt × UPt - 1

（9）

式中：Pt、RPt、UPt分别表示 t 年度本省总人口、乡村人口、城镇人口数；Pt-1、RPt-1、
UPt-1则代表 t-1年度人口数；NPGRt表示 t年度本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3.2.2 资本流动 资本要素变化规模是测度资本要素流动的基础，本文基于资本流动测度
模型[32-33]确定城乡资本要素的变化规模。资本流动包括区际流动和互流动，区际流动指省
域外资本流动规模（本省城乡资本存量变化），互流动指本省内城市与乡村的资本流动规

1892



8期 张溢堃 等：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方法与时空特征

模。因此，t年份的区际间资本流动CIRFt与城乡之间资本的互流动CMFt测算公式为：

CIRFt = Rcfst + Ucfst （10）

CMFt = CIRFt ×
RSFCt - 1

SFCt - 1

-Rcfst = -CIRFt ×
USFCt - 1

SFCt - 1

+ Ucfst （11）

式中：Rcfst、Ucfst分别表示 t年度省域内乡村、城镇的资本变化量；SFCt、RSFCt、USFCt

分别表示 t年度全省、省域内乡村、城镇的固定资本存量。

3.2.3 农产品流动 农产品包括自然变化、区际流动和乡村单向互流动。其中，自然变化

指省域内农产品的生产，乡村单向互流动指本省农产品从乡村流向城市，区际流动指本

省农产品流向省外，或外省农产品流向本省。因此，t年份农产品区际间流动APIRFt和互

流动APMFt的测度公式为：

APIRFt =∑
j = 1

2

APIRFij =
æ

è
çç

ö

ø
÷÷∑

j = 1

2

RAPDij +∑
j = 1

2

UAPDij -∑
j = 1

2

APSij （12）

APMFt =∑
j = 1

2

APMFij =∑
j = 1

2 æ

è
çç

ö

ø
÷÷UAPDij ×

APSij

RAPDij + UAPDij

（13）

式中：APSij表示 i年度第 j种农产品（1=粮食，2=肉类）在本省的产量；RAPDij和UAPDij

分别表示 i年度第 j种农产品在本省乡村、本省城市的需求量（消费量）。

3.2.4 其他要素流动 土地要素、公共资源要素和非农消费品要素均只存在互流动方式，

其中，土地要素的互流动实质为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在农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转

化，公共资源要素的互流动实质为省域内城市公共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配置，非农消

费品的互流动实质为本省非农消费品从城市流向乡村。因此，可直接将城市要素变化量

或乡村要素变化量作为土地要素、公共资源要素和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的量。其中，

土地要素互流动的量可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变化量表示，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可用乡村千

人医疗床位数[12]表示，非农消费品互流动可用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支

出的总差额代替。技术要素的流动主要以区际间的流动为主。根据已有研究，外商直接

投资与技术流动存在显著正效应[25]，因此用外商直接投资代表技术要素的区际流动。

3.3 城乡要素流动强度

基于不同类型要素流动量的城乡要素流动强度评价，可为对比分析不同属性的城乡

要素流动特征提供重要支撑。基于已有研究方法[22]，将各类要素的流动量取绝对值后进

行归一化处理，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分别得到生产、中介、消费环节的

要素流动强度以及综合强度。

3.4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土地、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公共资源、农产品、非农消

费品等。主要来源于2012—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各

省统计年鉴等资料（暂未含港澳台地区），对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拟合方面进行补缺处理

（表1）。

4 中国城乡要素流动特征分析

4.1“互流动”特征分析

4.1.1 空间格局 2013—2020 年中国不同类型城乡要素“互流动”呈现显著的空间差

异，整体表现为乡村流向城市（图3）。其中，人口互流动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黄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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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河南、山东、河北和江苏，以及中南部的湖南、四川，每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
的规模超过100万人；互流动较小的省份分布在青藏地区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海南
和宁夏（图3a）。土地要素互流动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格局，广东、山东、四川和江
苏的互流动高于其他省份；此外，新疆作为西北内陆省份，土地要素互流动明显高于周
边省份（图 3b）。资本要素互流动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黄淮海地区的河南、
山东和河北，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广东乡村资本向城市的互流量较大；西北地区
的青海和甘肃资本互流动为负（图3c）。公共资源互流动差异明显，除西藏和宁夏外，西
部地区农村人均公共资源配置整体略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图 3d）。农产品互流动明显
的区域集中在三大平原区和四川盆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山东和河南。农产品互流量较
小的地区集中在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除四川）和西北地区（图3e）。非农消费品互流动
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格局，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的河南、湖南和西部的四川较
高（图3f）。
4.1.2 演进过程 2013—2020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要素互流动综合强度均呈现上升趋
势（图4）。其中，2013—2019年生产环节的要素互流动强度以小幅波动为主，2019年后
强度明显增大。中介环境的要素互流强度在研究期内逐年增长，互流强度与增速明显高
于生产、消费环节。消费环节的要素互流动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速逐渐降低。
4.2“区际流动”特征分析
4.2.1 空间格局 2013—2020年中国不同类型城乡要素“区际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
异。人口要素区际流动呈现“内陆流向沿海”格局，其中，人口流出的省份共17个，占
样本量的 54.8%，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山西，东北地区的吉林和黑龙
江是主要的人口流出省份；人口流入的省份共 14个，广东、浙江是主要的人口流入省
份，西部地区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存在少量的人口回流（图5a）。资本要素区际
流动呈现“东高西低”格局，河南、山东和江苏外部资本流入规模较大，西北地区外部

表1 数据类型、来源及用途
Tab. 1 Data types, sources, and purposes

类型

人口

土地

资本

技术

公共
资源

农产品

非农消
费品

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商务年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时间

2012—
2020

2012—
2020

2012—
2020

2013—
2020

2013—
2020

2013—
2020

2013—
2020

用途

运用各省常住人口数据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数据，计算人口要素的互流动和区际流动

运用各省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年际变化量作
为土地要素的互流动

运用各省固定资本、存货、居民可支配收
入、消费额以及常住人口数计算资本要素
变化规模，运用城镇、乡村的固定资本存
量计算资本要素的互流动和区际流动

运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技术要素的区
际流动

运用各省乡村千人医疗床位数作为公共资
源的互流动

运用各省粮食、肉类产量，各省城镇居民
与农村居民人均粮食、肉类消费量以及常
住人口数计算农产品互流动和区际流动

运用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消
费支出以及农村常住人口数计算非农消费
品互流动

补缺方法

对2020年西藏、新疆人口
自然增长率的数据缺失采
用线性拟合

对北京市、上海市2016—
2019年千人医疗床位数的
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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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入规模较小（图 5b）。技术要素区际流动集中在中东部部分省份，广东、浙江、
河南、山东、北京、湖南和安徽等省份的区际流动较大。区际技术流动规模较小的省份
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但在东部的福建、江苏和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中部的山西
也有分布（图5c）。农产品在三大平原区和四川盆地区为主要流出区域；农产品为区际流
入的省份共5个，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其余省份的农产品的生产可
满足本省消费需求，呈现为少量的外流（图5d）。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6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13—2020年中国省域城乡要素年均互流动空间格局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annual mutual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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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演进过程 2013—2020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要素区际流动综合流动强度增加趋
势不明显。其中，生产环节的要素区际流动强度逐年上升，但在 2013—2019年增长缓

图4 2013—2020年中国城乡要素互流动强度指数变化
Fig. 4 Change of intensity index of mutual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6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5 2013—2020年中国各省份城乡要素年均区际流量空间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annual inter-regional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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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其强度显著低于中介、消费环节。中介环节的要素区际流动强度在2013—2017年波
动上升，在2017—2020年波动下降。消费环节的要素区际流动强度在2013—2017年缓慢
波动上升，在2017—2020年趋于稳定（图6）。

5 中国城乡要素流动的机制分析与优化路径

5.1 城乡要素流动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城乡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空间差

异的基本格局。城乡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本底条件、产业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特征等
因素。其中，自然本底条件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资源丰度和农业生产条件等[34]，
决定了农业生产、城乡建设活动强度等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产业经济基础主要包括经济
区位、产业结构、地方财政、城镇化水平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等[35]，要素之间
相互作用并形成了产业比较优势差异，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差
异；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受自然和经济基础影响，主要包括区域发展历史、思想观念和生
活方式等，形成了不同偏好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引起城乡要素流动类型、强度差异。河
南、山东、江苏和四川人口密集、城市化进程较快[36]，农业生产的耕地基础丰富，机械
化与科技化水平较高，在社会再生产中，兼以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生产阶段要素以
省域内的城乡互流动为主。广东和浙江是东部沿海省份，人口密集、产业发展基础好，
但区域内耕地资源有限、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在社会再生产中，以大规模非农业生产为
主，生产、消费环节对省域外人口、农产品要素的需求较大。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
是农产品主产区[37]，但人口流失、土地生态退化等问题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巨大[36]，
在社会再生产中，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是农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西北地区受自然环境
约束明显，社会再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省域内城乡要素互流动有限，部分要素依赖于区
际流动输入，相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在该地区的流动强度
明显小于其他地区。

除城乡要素禀赋基础外，政策规划、城乡建设、系统治理等干预手段对中国城乡要
素流动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东部率
先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有效缩小了区域差异、实现均衡高效发展，也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时空格局，催进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从全国尺度来
看，人为干预手段主要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强度的变化。2013—2020年以中介环节为代

图6 2013—2020年中国城乡要素区际流动强度指数变化
Fig. 6 Change of intensity index of inter-regional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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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城乡要素互流动强度增速逐渐放缓，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有关。2017年中

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中国从以基建投资拉动社会再生产的模式逐渐

转向注重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互流动强度增速放缓。从省域尺

度来看，人为干预手段主要通过改变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区际流动，从而促使城乡要素

互流动优化。本文中，新疆的人口、土地等要素流动要显著高于周边省份，主要受“西

部大开发”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影响，人口、农产品等要素通过区际流动输入扩大社会

再生产[38]，从而促进土地要素等的互流动。

城乡要素流动的产生和发展，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化和复杂化为基础，并贯穿

于生产、中介和消费等相对独立、互为关联的环节中。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城乡要素流动

取决于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供需关系，广东、山东和河南等省份的城乡

人口规模较大，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和消费规模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导致城乡要素流动

量较大。中介环节的要素流动主要满足生产、消费需求，并间接调节生产、消费环节的

要素流动。例如，城乡之间交通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分别影响城乡居民产品消

费偏好和人口流动[19, 39]。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要素流动的时空分异，是城乡要素

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综合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区域差异（图7）。其中，城

乡要素禀赋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基础，决定了区域承载社会再生产规模的理论上限；人为

干预调控以区域城乡要素供求关系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区域城乡要素的耦合协

调，从而扩大实际社会再生产规模。社会再生产的运行，表现为各类城乡要素在多尺度

下的流动；而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得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稳定运行。在城乡

融合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生态、人文等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

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

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5.2 城乡要素流动优化路径

中国地域辽阔、城乡差异巨大，城乡要素禀赋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同区域的城乡要

素禀赋提升应遵循“普适性”和“差异性”原则，通过工程技术[40]、资源跨区域运输[41]、

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19]等手段，促进多要素耦合、加强跨区域要素流动，全面缩小区域

资源禀赋差异和提升承载能力。同时，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本底、社会经济等基础条

图7 城乡要素流动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Fig. 7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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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城乡要素流动。具体来说，对于黄淮海平原和

四川盆地区域，需立足自身优势，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健全城乡要素市场，

优先实现要素高质量流动；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可通过优化乡村资源利用效率、生产过

程和生活方式[42]，提升要素流动所需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缓解生产环节的人地冲突和

资源环境问题，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畅通要素国际国内“双循环”，扩大消费内需[43-44]，

促进消费环节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扩大各类城乡要素流动的规模；对于东北地区，应

立足粮食生产功能，改善城乡要素流动的中介环境，避免农业劳动力快速流失，通过扩

大城乡要素互流动强度，调控城乡要素区际流动的强度和方向，提高城乡发展的内生动

力；对于西北边远地区，亟需加强社会再生产各阶段的要素流动，优化城乡要素内流

动、互流动，通过改善地区交通物流设施条件和空间治理体系[37, 45]，优化城乡要素流动

的媒介载体，实现与中东部地区的优势资源互补；并通过地方特色产品和生态旅游产

业，加强城乡要素区际流动，提升城乡发展活力。

此外，中国通过政策规划、城乡建设以及系统治理等方式，实现了城乡要素流动的

优化调控。但是仍存在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尚未建成[46]、城乡要素流动失衡导致的城乡

收入差距较大[47]、基层城乡要素市场治理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多尺度入手，

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具体来说，在全国尺度，应

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构建“双循环”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

化城乡要素区际流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在省域尺度，应根据各省城乡要素流动现

状，基于本省特色产业，以发展规划等方式优化城乡要素流动的类型和规模，并在政策

驱动下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通过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减小社会

再生产过程城乡要素互流动的摩擦，促进城乡产品、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的多维融合[7]；

在乡村与城市系统的尺度，应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和自下而上的能人治理、公众参

与相结合[48]，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确

保宏观政策与实际结合，使城乡要素合理内流动，实现乡村振兴。

6 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阐述了城乡要素流动内涵，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

方法，并定量分析了 2013—2020年中国省域尺度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

主要结论如下：

（1）城乡要素流动泛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数量与质量变化。城乡要素可划

分为生产要素、中介要素和消费要素3类，基于省域内乡村系统和城市系统、省域外系

统可将流动类型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和区际流动3类。

（2） 2013—2020 年中国省域尺度的城乡要素“互流动”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人

口、土地和社会消费品互流动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格局，资本互流动呈现“东高西

低”格局，公共资源互流动在全国各省相对均衡，农产品互流动高值区则分布在农牧业

大省所在区域。社会再生产环节的要素互流动强度呈现上升趋势，中介环节要素互流动

强度与增速明显高于生产、消费环节。

（3） 2013—2020年不同类型要素“区际流动”的空间差异明显，人口区际流动由内

陆省份流向沿海省份，资本区际流动呈现“东高西低”格局，技术区际流动高值区集中

在工业发达省份，农产品区际流动主要由农牧业大省流向东南沿海、西北地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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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社会再生产环节的要素区际流动强度变化平稳，生产环节要素区际流动强度显著

低于中介、消费环节。

（4）自然、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城乡要素禀赋和政策、规划与治理等人为调控手段

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

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

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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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methods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in China

ZHANG Yikun1, 2, WANG Yongsheng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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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tional flow of urban- rural factors is conducive to optimize the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is study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and flow types of urban-
rural factors, proposed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ural factor flow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rural factor flow referring to the changes of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f internal flow, mutual flow, and
inter- regional flow.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a gradual increase of flow intensity
existed in the mutual flow of population, capit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hile great spati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r-regional flow of
population, capit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out conspicuously increased flow
intensity. The intensity and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were comprehensively affected
by adjusting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human regulation. The free two- way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 be real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electing reasonable human intervention means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s in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regional
factor endowment differences and factor flow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cales.
Keywords: urban- rural factor flow; measurement method;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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